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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的技术进步效应影响研究 

赵昕 刘静
1
 

【摘 要】：技术进步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途径和根本动力，考察高铁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能够进一

步反映出高铁建设是否能从根本上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以技术进步为研究目标，首先基于 SBM-Malmquist指数法

测算了中国 282 个城市 2008-2017 年的技术进步并将其分解为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之后运用 PSM-DID

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其作用路径主要是中性技术进步而不是偏向性技术进步，这暗示着高铁开通同等地促进了资本和劳动要素边际

产出的提高。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中性技术进步，因此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影响。

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高铁对中性技术进步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抑制了西部地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并没有

给中西部技术进步带来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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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高铁飞速发展，2021年底全国高铁运营里程预计达到 3.96万公里。高铁建设重塑了时空格局，加速了资本、人

力和信息等要素流通，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技术进步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

本途径。考察高铁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能够进一步反映出高铁建设是否能从根本上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发

展。那么在当前大力推行高铁建设的背景下，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会产生何种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不同区域是否会产生

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从新的角度为高铁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宏观证据，对高铁下一步发展规划的

科学制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伴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有关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层出不穷，但高铁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学术界尚未取得完全

一致的观点。当前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了高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在高铁对经济增

长的直接效应方面，相对于传统交通工具来说，高铁本身就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Vickerman,2006)。另外，高铁建设投资将直

接转化为对资本和劳动的大量需求，短期内对国内投资和就业拉动效应十分明显。仅 2012年我国每亿元高铁投资就拉动总产出

增加 3.72 亿元，创造岗位 1084 个(蒋茂荣等，2017)。在高铁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方面，高铁建设带来的空间压缩、时间节

约、交通网络改善，使得区域经济发生了多种复杂变化(覃成林和黄龙杰，2018)。如高铁建设一方面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流动

效率，促进了开通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就业(董艳梅和朱英明，2016),另一方面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缓解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

题(余泳泽和潘妍，2019),这些都间接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 

与上述学者持高铁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的观点相反，部分学者认为从短期来看高速铁路并没有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王垚

和年猛，2014)。主要原因为高铁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成本回收期较长，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较弱的地区来说，短期内高铁债务会

拖累地方财政，挤占其他有效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唐荣和顾乃华，2018)。此外，高铁开通虽然增强了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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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但对沿线落后地区而言，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环境较差，优质生产要素更容易面临被“虹吸”走的风险，从而对当地经

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张克中和陶东杰，2016)。纵观以往文献，对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从经济增长的

角度来看，现有文献多是对经济现象的直接考察，虽然可能得到高铁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但无法证明这种作用是否能

够从核心持续作用于经济增长，不能很好地评估高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然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和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在高铁相关研究中却很少涉及。目前与之

紧密相关的文献是高铁开通对创新的影响。首先，在区域创新方面，卞元超等(2019)发现高铁开通能够直接促进高素质人才等

创新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这有利于知识溢出的产生，从而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其次，在企业创新方面，谭建华等(2019)

发现高铁开通使沿线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具体表现为各类专利申请数量的显著增长。以往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启示和借鉴，但这些文献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阐释和验证高铁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上，并没有进一步讨论高铁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事实上，创新只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其本身并不等同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

技术引进(Van Elkan,1996;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高铁建设过程中不仅伴随着技术创新，也存在技术扩散和引进。且由于高

铁开通引起了各种要素的流动，高铁对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和迅速。总之，高铁对创新的影响机制难以全

面反映出高铁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这势必将不利于评估高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不利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高铁建设规

划。 

基于此，本文以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高铁开通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造成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具体地，

利用 2008-2017 年中国 28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 SBM-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分解得到各地级市的技术进步及偏向性

技术进步，之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对高铁开通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一、在研

究视角上，采用 SBM-Malmquist 模型测算的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高铁开通对地

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为高铁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宏观上的证据。同时从中性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力偏

向性技术进步的视角进一步剖析了高铁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途径，识别了高铁交通资源投入与资本、劳动力投入是否具有协同效

应。二、在技术手段上，本文尝试结合 SBM模型、Malmquist指数、双重差分法及得分倾向匹配法等多种方法，构建了从测算技

术进步及其偏向性等关键性变量，到估计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净效益，再到辨识高铁的技术进步区域异质效应的方法框架，

扩充了研究高铁经济效应的方法工具库。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突出了从区域异质性方面探究高铁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特征。

这是因为不同地区在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不仅会造成技术进步的区域非一致性，也会影响高铁对技术

进步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分区域探讨有助于针对每个地区具体的技术偏向特征及不同的高铁技术进步效应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

政策建议，从而避免高铁的盲目建设，合理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二、影响机理分析 

1.高铁开通与技术进步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运输成本、跨区域要素流动和市场范围是塑造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Krugman,1980)。但由

于区域可达性的限制，要素流动一般是高度本地化的(Rosenthal 和 Strange,2004)。高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运输成本，提

高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速率和规模，由此促进了跨区域资本集聚、人才流动、区域间合作与贸易以及企业之间的“学习交流”等

众多经济活动，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开通地区创新水平和技术水平。 

具体地，高铁的开通主要引发了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两方面的跨区域流动，继而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

高铁便利了劳动力要素的畅通流动，让劳动力市场的配置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和优化。由于高铁具备“速率高”“准点率

高”“运营成本高”的特点，因此更倾向于引发“对时间敏感、对价格不敏感”的高素质劳动力要素群体流动。这些群体本身

就携带大量知识信息，拥有顶尖的知识体系和技能，在不同经济区域和经济主体的流动过程中，促进了技术传播和知识溢出。

具体来看，其影响效应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学习效应”。高铁开通带来的人才流动为区域间知识交流提供了重要载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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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促进了各经济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与学习合作，有利于各主体技术水平的共同提升(卞元超等，2019)。二是“竞争效应”。

人才流动和技术扩散加剧了各经济主体间的竞争，企业只有不断改进工艺技术与管理水平，才能降低现有成本，推出创新产品，

避免陷入竞争劣势，因此高铁开通进一步激励了企业主体的创新行为。三是“模仿效应”。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使得企业间联系

更为密切，激发了其他企业对技术领先企业的“技术模仿”行为，甚至对领先者的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和改造，推动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高铁开通促进了资本要素流动，增加了沿线地区的投资。这些包含了先进技术的新增投资对地区的资本积累产

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融资支持，从而促进了区域技术进步。首先，高铁进一步降低了资本进入壁垒，

在加速内部资本要素流动的同时，也使得大量外部优质资本向高铁沿线城市集聚。其次，高铁开通能够极大程度降低跨区域公

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创新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往往

难以得到创新所需的必要资金。高铁的开通打破了信息流通障碍，有助于沿线城市企业吸引到更多资金，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

最后，高铁建设直接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带来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促进了技术和工艺的升级换代(路风，2019)。因此，

总体来说，高铁的开通提高了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速率和规模，从而促进了开通地区创新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技术进步产

生了重要影响。 

2.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 

高铁在提升了要素流动速率的同时也影响了要素的流动方向，导致对不同区域的技术进步影响产生差异。具体地，高铁开

通主要通过“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作用机制影响区域间要素的流动方向，并进一步影响技术进步。 

第一种是“虹吸效应”,表现为高铁开通促使优质要素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发达地区技术水平得到较大进步，

而落后地区进步较小甚至受到抑制。根据“生产力因素趋优分布规律”,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本质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过

程，将根据价格、竞争、外部环境等信息从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边际收益更高的地区流动。发达地区更优的资源禀赋和更大

的本地市场规模使生产要素有更高的边际收益，比起落后地区来说对要素有更大的吸引力。高铁的开通大大缩小了落后地区与

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因此引发了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和集聚。要素的集聚将使经济环境进一步优化，使得规模报酬递

增效应更加显著，技术溢出水平不断提升，进一步吸引更多要素流入发达地区，进入“要素集聚—技术水平提升—要素再集聚”

的良性循环。反之，高铁的开通带走了落后地区的优质生产要素，使落后地区陷入了“要素流失—技术恶化—再流失”的困境，

技术水平停滞不前甚至退步。 

另一种是“扩散效应”,与“虹吸效应”相反，该效应表现为高铁开通促使优质要素从发达地区扩散到落后地区，从而使落

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得到较大进步，而发达地区进步较小。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度高于落后地

区，按照资本报酬边际递减规律，发达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低于落后地区，且落后地区的工资水平较低，因此在落后地区投资

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因此，在市场完全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假设下，生产要素将倾向于从发达地区流入落后地区，最终达

到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内的均衡。高铁开通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障碍被进一步打破，加快了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的流动进程。

这些从发达地区流出的要素携带更先进的知识技术，能够快速提升落后地区的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使落后地区实现较大的技

术进步。而发达地区由于要素流出，其技术水平进步较小甚至受到阻碍。 

如上文所述，这两种作用机制对要素流动方向影响恰好相反，因此它们的混合效应使得高铁对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的影响

存在差异性。目前，有关这两个效应孰占主导的问题，学界尚未得出统一结论。但在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验证了高铁开通对

发达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落后地区。比如，研究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孙广召和黄凯南，2019)、区域创新(王春杨等，2020)、

企业异地投资(马光荣等，2020)等方面，高铁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表现为正向影响，在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无

影响甚至抑制。这些结论反映了高铁开通的虹吸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虹吸效应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高铁会促进发达地

区的技术进步而抑制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如果这种情况并不严格符合现实，那么至少也可以推论出高铁对不同地区的技术进

步影响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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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技术进步及其偏向性测度 

本文采用 SBM-Malmquist 方法求解技术进步项。设有 n 个城市，每个城市被视作一个决策单元(DMU),假定 DMU 的投入和产

出向量分别为 x=(x1,x2,…,xm)和 y=(y1,y2,…,ys),则全要素生产率可通过式(1)所示的 SBM 模型求解得出。其中，λ 表示强度向

量用于链接所有的 DMU来形成生产前沿面，S表示非负松弛变量，Dt(xt,yt)代表了被评估的 DMU在 t时刻的生产前沿面下获得的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通过 Malmquist指数法进行计算，Malmquist 指数衡量了全要素生产率从 t期到 t+1期的变动。

为了避免参考单一生产前沿面所造成的效率偏误，一般采用在前一期和后一期生产前沿面下获得的效率比值的几何平均，如式

(2)所示： 

 

Malmquist指数进一步分解将得到技术进步(TC),详见式(3)。其中 TC代表技术进步项，EC表示效率改变。当技术发生进步

时 TC值大于 1,退步时小于 1,无变化时等于 1。 

 

根据 Färe 等(1997)的研究，技术进步项中包含了中性技术进步项(MTC)和偏向性技术进步项(BTC),BTC 又分为产出偏向性

(OBTC)和投入偏向性(IBTC)技术进步项。这些指数项之间的关系详见式(4)。其中，MTC度量了生产前沿面平行移动的距离，IBTC

度量的是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要素结构变动引发的生产前沿面移动距离，OBTC 度量的是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结构变动

引发的生产前沿面移动距离。当产出只有一个时，OBTC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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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根据 Chen 和 Yu(2014)的研究，考虑两种投入要素 x=(xp,xq)情形，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类型的判断

可参照下表 1。 

表 1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类型 

投入组合 IBTC>1 IBTC=1 IBTC<1 

 

偏向 xp使用 希克斯中性 偏向 xq使用 

 

偏向 xq使用 希克斯中性 偏向 xp使用 

 

2.政策效果评估模型构建 

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估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由于在高铁开通时点之

前，处理组城市与控制组城市部分特征存在差异，不满足 DID 的平行趋势假设，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实施双重差分

之前对样本进行匹配，使得处理组与控制组除“是否开通高铁”这一差别外，其他特征极为相似。倾向得分匹配法能够很好地

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因此本文结合 PSM与 DID方法，以便更精确地估计高铁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体模型见式(5): 

 

其中，TCit为技术进步率，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第 i个城市和第 t年；cityit为个体虚拟变量，第 t年开通的城市值为 1,未

开通值为 0;yearit为时间虚拟变量，开通前的年份值为 0,开通后的年份值为 1;yearit×cityit交互项表示高铁开通后的城市虚拟

变量，其系数β3反映了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净效应；Xjit表示本文选取第 j个控制变量，γj为相应的系数；δi和 ut分别控制

个体和时期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 

为了进一步探究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分解项的影响，本文设立模型式(6)、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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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TCit为中性技术进步率，IBTCit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率，都由技术进步率分解得到；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相同。 

3.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技术进步及分解项。其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如下：①资本投入为资本存量。采用“永续

盘存法”进行估计，相应公式为：Kt=Kt-1(1-δ)+It/Pt。其中，Kt为 t 期资本存量，δ 为折旧率，It和 Pt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额

及其价格指数。②劳动投入为各地级市从业人数。③产出指标使用平减后的实际生产总值(GDP)。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高铁开通。具体操作为若某地在 2008-2017 年间的某年份首次开通高铁，则将该地

该年份及之后年份的解释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协变量：本文借鉴余永泽和潘妍(2019)、卞元超等(2018)学者研究高铁经济效应时的控制指标，考虑到经济产出

水平、科技支出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水平、人口规模、铁路客运量等会对某地技术进步及是否建设高铁产生较大影

响，选取以上六个方面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经济产出变动(gdpch):选取各地级市实际 GDP的跨期变动值(后一年与前一年的比

值)。科技支出变动(resch):选取各地级市科技支出的跨期变动值。工业占比变动(indch):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跨期变动。对

外开放深入(fdich):选取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跨期变动值。人口规模变动(popch):选取人口密度的跨期变动值。铁路客

运量变动(hwfch):选取铁路客运量的跨期变动值。 

4.数据说明 

Shaw 等(2014)研究发现 2011 年为我国高铁降速转折阶段。因此，大部分研究高铁经济效应的文献都将 2011 年作为高铁开

通的时间节点。类似地，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为 2008-2017 年，选取 2011 年作为政策实施的节点，将 2011 年前建成高铁的城

市作为处理组。鉴于 2011 年后每年还有城市逐渐开通高铁，若将剩余的 2011 年之前还未建高铁的城市全部作为控制组，与客

观情况不相符合，所以本文从控制组中删除掉 2011-2017年间开通高铁的城市。 

本文数据来源于 CEIC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关网站整理所得数据。本文剔除

了考察期发生过行政区划调整的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样本，最终确定了 282个地级市作为基准样本。 

四、实证分析 

1.技术进步及分解项测度结果分析 

为了探究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造成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首先对技术进步(TC)的评估值进行了考察。如图 1

所示，总体来看，TC和 EC共同作用于 TFPCH,且 TC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整个样本期内 TFPCH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别

是在样本后期，技术进步的增加拉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从时序特征来看，技术进步在样本期内均显著大于 1,这说明技术

水平在样本期内是逐渐进步的，并且没有发生技术后退的现象。但技术效率值在样本期内除 2009-2010 年期间为 1.042 以外，

其余期间均小于 1,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TFP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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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 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2008-2017年) 

 

图 2中国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2008-2017年) 

进一步对技术进步的分解项进行分析。由于研究仅包括单向期望产出，OBTC=1。因此，技术进步只存在 MTC与 IBTC两种分

解路径。从图 2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内 MTC的变动趋势与 TC高度一致，其数值在 2008-2009年陡然下降，随后保持波动缓

慢上升趋势。而 IBTC在样本期内有很强的稳定性，始终围绕在 1附近，这说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较为微弱。由此可见，技术进

步的增长主要依靠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偏向性技术进步较为稳定且作用相对较小。该发现与杨冕和杨福霞(2017)的研究结论

一致，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为了探究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在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本文对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了比较。如图 3 所示，首先，尽管三大区

域的 TC和 MTC较为接近，但总体上仍然满足东部<中部<西部的规律。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来说最发达，中部次之，西

部最差，而技术进步满足与此相反的关系。该结果说明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存在追赶效应，但这种追赶效应较为微弱。其次，

从图中可以看到 IBTC非常接近于 1但小于 1,这意味着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动引起了技术前沿的下陷，因此投入技术进步偏向整体

上并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参照表 1给出的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向方向判别准则，本文进一步计算了 2008-2017

年之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偏向方向及程度。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 50.25%、51.68%以及 54.81%

的城市是偏向于资本使用的。这意味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偏向程度极其微弱，主要呈现中性技术进步特征。而相较于

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呈现出微弱的资本使用倾向，可认为其技术进步主要偏向于资本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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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东中西三大区域年平均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 

2.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分析 

在该部分本文以技术进步为被解释变量，采用 PSM-DID 方法考察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表 2 首先汇报了平衡性

检验结果。由各控制变量的 t 检验结果及对应的 p 值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各协变量均值无显著差异，证明该数

据匹配有效。 

表 2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组 

均值 

处理组 

均值 

处理组与控 

制组的差分 
|t| P>|t| 

gdpch 1.163 1.154 -0.009 1.04 0.2984 

fdich 1.109 1.165 0.055 1.07 0.2872 

resch 1.269 1.287 0.019 0.50 0.6166 

popch 1.565 1.583 0.018 0.05 0.9566 

hwfch 1.048 1.082 0.034 1.42 0.1559 

indch 1.186 1.180 -0.006 0.56 0.5733 

 

采用 stata15软件对公式(5)进行 PSM-DID回归，在匹配过程中，使用 Logit模型从 6个控制变量出发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城

市进行核匹配，并施加了“共同支持”条件。由表 3 结果可见，高铁开通后与高铁开通前的双重差分系数为正，且在 5%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高铁的开通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进步。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交通运输工具，高铁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区

域间的通行时间。这一方面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向高铁开通地区集聚，增加了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上高素质人才的供给，最终使管

理水平提高。另一方面高铁的开通能够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从而促进了知识溢出，有利于区域创新活动的开展，使科技水

平提高。同时地区可达性的增加也会吸引企业来此地区投资，引致产业集聚，这也促使了科技水平提升。而技术水平和管理能

力的提升是技术进步的两大关键方面。 

3.高铁开通影响技术进步的机制分析 

本部分通过考察高铁开通对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来探究高铁的技术进步作用机制。对方程(6)、(7)进行

了 PSM-DID 回归，结果见表 4。对于中性技术进步而言，双重差分系数为正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高铁开通

对中性技术进步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而言，尽管双重差分系数为正，但非常接近 0,且未通过参数显著性

检验，说明高铁开通没有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造成显著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

过对中性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在样本期内，高铁开通使得技术前沿面平行向外移动，且没有伴随技术前沿

面的偏转。这暗示着高铁开通同等地促进了所有要素边际产出的提高，在不改变投入要素结构的前提下使得技术前沿面同比例

向外扩张，因此没有诱发投入要素结构的改变，也就没有使得技术进步对某种要素只产生了中性技术进步，而技术前沿面也不

发生偏转。 

表 3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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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 组别 
技术 

进步率 
S.Err. |t| P>|t| 

高铁开通前 

控制组(C) 1.095 
   

处理组(T) 1.079 
   

T-C -0.016 0.005 3.10 0.002*** 

高铁开通后 

控制组(C) 1.069 
   

处理组(T) 1.068 
   

T-C -0.001 0.004 0.36 0.720 

双重差分系数 
 

0.014 0.006 2.33 0.020** 

 

4.高铁开通的技术进步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高铁开通对不同发展水平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将 282 个城市按地理区位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进行区

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5。首先考察高铁开通对不同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可以看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

步，而对于中西部城市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①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条件更加优越，拥有更好的创新环境，本身就对发展

要素有更大的吸引力。高铁的开通大大缩小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引发了“虹吸效应”,加快了生产要素向发达地

区的流动和集聚，使得创新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技术水平步步提升。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促进了东部地区内部的要素流动，进一

步促进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②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尽管这些地区也由于高铁建设的“扩散效应”有助于促进对优质要素

的吸引和内部要素的流动，优化其创新环境。但是由于中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东部而言比较落后，高铁的开通同时也增

加了要素流失的可能性，使得优质企业与人才更容易被“拐跑”、被“吸走”。因此，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使得高铁开通对中西

部城市的技术进步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表 4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检验 

时间段 组别 MTC |t| P>|t| IBTC |t| P>|t| 

高铁开通前 

控制组(C) 1.095 
  

1.000 
  

处理组(T) 1.079 
  

1.000 
  

T-C 0.016 3.21 0.001*** 0.000 0.02 0.982 

高铁开通后 

控制组(C) 1.071 
  

0.997 
  

处理组(T) 1.068 
  

1.000 
  

T-C 0.002 0.68 0.498 0.003 1.46 0.145 

双重差分系数 
 

0.014 2.22 0.027** 0.003 0.82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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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TC 
0.032** 

(0.014) 

-0.000 

(0.006) 

0.001 

(0.006) 

MTC 
0.033** 

(0.014) 

-0.002 

(0.006) 

0.001 

(0.006) 

IBTC 
0.016 

(0.014) 

0.007 

(0.009) 

-0.001* 

(0.000) 

 

进一步考察高铁对不同区域中性技术进步和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差异，可以看到，高铁对东部地区的中性技术进步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高铁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中性技术

进步的正向效应。对于中部地区而言，高铁对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都无显著影响。结合前文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测

度，我们已经得知中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十分微弱，近似中性技术进步，因此高铁对中性技术进步的不显著导致了高铁对技

术进步的不显著。特别地，对西部地区而言，高铁开通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高铁开通对投入

偏向性技术进步有抑制效应。结合之前得到的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的结论，可以认为高铁开通抑制了西部地区技

术进步的资本使用偏向性，即抑制了资本要素边际产出的提高。以上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部地区高铁交通资源投入与资

本、劳动力投入的协同效应，而中西部地区高铁交通资源投入没有很好地作用于资本与劳动力来促进技术进步，甚至西部地区

高铁开通弱化了资本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5.稳健性检验 

(1)改变时间窗口。 

具体操作为：将处理组的划分区间缩短为 2009-2010 年，采用 stata15 软件再次回归来考察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结果显示，双重差分系数为正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高铁开通确实对技术进步产生了促

进作用，与上文的研究发现相符合，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 6改变时间窗口的 PSM-DID结果 

时间段 组别 
技术 

进步率 
S.Err. |t| P>|t| 

高铁开通前 

控制组(C) 1.091 
   

处理组(T) 1.080 
   

T-C -0.011 0.005 2.16 0.031** 

高铁开通后 

控制组(C) 1.069 
   

处理组(T)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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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0.000 0.004 0.04 0.965 

双重差分系数 
 

0.011 0.006 1.73 0.083* 

 

(2)安慰剂检验。 

本文参考卞元超等(2019)的研究思路，通过构建虚拟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来重新估计高铁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由于在中国当

前的城市层次体系中，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高铁的需求较大，因此本文设定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

虚拟处理组，否则为虚拟控制组。同样采用 stata15 软件对其进行回归来考察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 所

示，DID系数相比主回归而言更小，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不显著，即构建虚拟处理组和控制组后，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

没有影响，证明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7安慰剂检验的 PSM-DID结果 

时间段 组别 
技术 

进步率 
S.Err. |t| P>|t| 

高铁开通前 

控制组(C) 1.088 
   

处理组(T) 1.078 
   

T-C -0.011 0.006 1.90 0.058* 

高铁开通后 

控制组(C) 1.069 
   

处理组(T) 1.067 
   

T-C -0.001 0.004 0.34 0.735 

双重差分系数 
 

0.009 0.007 1.34 0.179 

 

(3)政策外溢性检验。 

考虑到高铁开通除了对处理组城市产生影响之外，也可能通过人员流动、资本流动等要素流动对未开通城市(尤其是周边城

市)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存在一定政策外溢性，导致政策识别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为此，本文将非高铁城市(控制组)中与高

铁城市(处理组)相邻的城市全部删除，并采用 stata15 软件进行与上文一致的回归考察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若删除相

邻城市后，得到的双重差分系数与原回归系数方向一致且绝对值增加，同时显著性水平提高，则说明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促

进效应更加明显，从而表明前文结果稳健。原因在于控制组中存在一部分高铁城市的相邻城市，高铁的开通为其带来一定的经

济红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铁开通对控制组及处理组的影响差异。在删除相邻城市后，剩余的控制组城市与处理组城市

之间受高铁影响的对比更加明显，因此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用也更加显著。回归结果如表 8 显示，与未删除相邻城市

的回归结果(见表 3)相比，双重差分系数一致为正且绝对值增加，同时显著性提升至 1%水平下通过检验，即删除相邻城市后高

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证明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 8政策外溢检验的 PSM-DID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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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 组别 
技术 

进步率 
S.Err. |t| P>|t| 

高铁开通前 

控制组(C) 1.100 
   

处理组(T) 1.079 
   

T-C -0.020 0.006 -3.52 0.000*** 

高铁开通后 

控制组(C) 1.069 
   

处理组(T) 1.068 
   

T-C -0.001 0.004 0.27 0.790 

双重差分系数 
 

0.019 0.007 2.68 0.007***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SBM-Malmquist 模型测算了 2008-2017 年 282 个城市的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

的一个重要指标，运用 PSM-DID 方法探讨了高铁开通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由技术进步及

偏向性的测算结果可以得出，2008-2017年期间中国技术进步的增长主要依靠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偏向性技术进步较为稳定且

作用较小。此外，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类型表现出空间分异规律，西部地区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东部和中部地区无偏向。第

二，总体上，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考察其影响机制发现，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中

性技术进步而非偏向性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的，这暗示着高铁开通同等地促进了资本和劳动要素边际产出的提高。第三，分地区

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中性技术进步，因此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高铁对中

性技术进步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抑制了西部地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并没有给中西部技术进步带来促进作用。 

因此，从政策层面来说，由于高铁对不同开通地区的技术进步存在异质性影响，不同地区的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

资本累积、产业聚集、经济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技术研发与促进政策以及鼓励措施，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一方面，在

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东部地区，要继续大力推进高铁建设。同时要注意，对于部分“虹吸效应”过度的大城市，在促进高铁建设

的同时，应降低城市过度集中的承载负荷，进一步消除限制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高铁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

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应结合自身条件全方面权衡利弊，适度审慎地推进本地高铁发展。首先，树立高铁机遇

并非普惠制的观念并了解高铁建设可能存在的风险，尽量减少和避免高铁催生的“过道效应”“被虹吸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带

来的技术滑坡和技术退步现象。其次，完善与高铁建设配套的本地的基础设施，进而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技术对接落地。

最后，充分利用高铁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地方经济注入技术创新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由资本拉动和资源依赖

向技术推动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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